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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版北约不会成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安保通”政治家缺乏常识性理解 

 

神保谦（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2024年 9月 27日，石破茂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又通过 10月 1日在众议院举行的首相指名投票，被指名为第 102代内
阁总理大臣。石破是以防卫问题专家而闻名的政治家，不过，主张“亚洲版北约”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照片提供：内阁官房内阁广报室 

 

 

石破《哈德逊论文》的冲击 

 

就任第 102代内阁总理大臣的石破茂曾经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时任防卫厅长官，在福田康夫内阁担任

防卫大臣，是公认的防卫问题专家。他自己也表示“国防是自己毕生的工作”，作为自民党国防部会、安

全保障调查会的重要人物，也是政界最有名的外交、安全保障领域的政策通。在国会上的论战自不必说，

频繁发表防卫问题的著作和评论，特别是关于冷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防卫相关法制宪法的“政府有权

解释”的应有方式，作为国会议员如此深入地切入者无人出其右。 

石破在 2008 年卸任防卫大臣，围绕越发严峻的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日本在安倍晋三执政期，制定

了日本和平安全法制，岸田文雄执政期，大幅度增加防卫费，在内阁会议决议通过了引进反击能力的三

份安保政策文件等，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得到刷新。在岸田首相宣布不参加竞选后，参选自民党总

裁的候补达 9名，创下新高。在此次选举中，特别是关于有事之际，能否将安全保障问题托付给下一任

首相成了焦点，越发重视新选领导人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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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石破第 5次挑战总裁选举，他虽然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外交、安全保障实际事务，但安全保

障领域的知识和实绩依然十分丰富。在总裁选举的第一轮中没投给石破，而在第二轮决赛投票中投给

石破的议员里，有不少人相信，将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交给石破会放心。但是，石破茂当选为新总裁

的 9月 27日当天，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公开了石破的论文《未来的日本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引发

争议，对石破茂在外交安保领域被给予的厚望泼了冷水。论文开篇提出建议“创立亚洲版北约（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首先令人为之大吃一惊。另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构想，在逻辑上也有很多让人

难以理解之处。在该论文中，提出核武器共享、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等，这些从根本上改变防卫政策和

日美同盟的建议，颇有些首尾不一、不知所云。 

这些主张也可以解释为只不过是为了竞选自民党总裁，作为政治家提出具有强烈印象的选举素材而

已。实际上，日语不到 3000 文字的论文的结构有些松散、缺乏逻辑一致性，很难认为有经过政府相关

人员推敲过的痕迹。另外，从内容上来看，也完全不贴合现在的安全保障形势和基于过去 10 年日本安

全保障政策变迁的内容，似乎在罗列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的建议。其构思让人难以置信是在就任首

相后，在对外交政策、对内外形势、可行性、执行程序等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 

 

石破官邸忙于灭火 

 

总裁选举后，石破茂阵营在忙于组建官邸和内阁人事的同时，也为燃起的哈德逊论文急于“灭火”。 

石破茂首相对就任外务大臣的岩屋毅、防卫大臣中谷元也没有做出关于以亚洲版北约为首的哈德逊论文

的主要论点的指示。就任首相后，石破在所信表明演说中，关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表示，“从现实的国

家利益出发，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增加友邦、同志国，平衡强化外交力和防卫力的两轮，实现我国

的和平和地区的稳定”，回落到平稳的调子上来，也就说明哈德逊论文所提出的观点，在总裁选举胜利

仅仅一周后就偃旗息鼓了。 

从这一过程来看，石破提倡的亚洲版北约似乎已烟消云散。实际上，石破首次出访的 10月 10日至

12日的东盟首脑会议上也没有提出亚洲版北约的观点。石破在出访前，指示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小野寺

五典会长）讨论亚洲的安全保障应有的状态，不过，也指明了“作为政府执政党，以日美同盟为中心，

有机的，多层性地将坚持现状的迷你多边框架（少数国家间的合作框架）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负

责长岛昭久国家安全保障等首相辅佐官）的方向，看来亚洲版北约说法已经销声匿迹。 

但是，石破自己也多次表示“（亚洲版北约）是作为一国会议员的想法，当然不认为一朝一夕就能

实现”（10月 7日众议院全体会议的答辩），虽然修改了轨道，但是作为防卫政策专家而闻名的石破提出

的问题，在短短地时间内被打回原形，则变成了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因为，如果石破以亚洲版北约为

中心构建亚洲集体防卫体制为招牌政策，并在总裁选举中获胜，但在就任后立即取消了该提案，那么以

政策为本的民主程序的意义本身就会形同虚设。 

这里暴露了国家治理问题，除了政府干部、国家安全保障局和外务省、防卫省、自卫队等政府执政

党相关人员（安全保障小组）除外，一些政治家对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理解并没有相像得那么深入。自

第 2 次安倍政权以来，在长达 12 年的自民党、公明党安定的联合执政期，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取得了

飞跃性的进展。但是，对于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日美同盟、同志国合作、多边安全保障合作的实

际情况、防卫政策的推进，有宏观理解的国会议员只有极少数一部分。如果执政党国防翘楚石破也缺乏

基本理解，那么事态不得不说很严重。 

国家安全保障是围绕国家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同时，如果政府的行为得当，全体国民都会受益，

如果其行为有误，国难将在所难免。日本政府计划从 2023 年度开始的 5 年计划将建设防卫能力的预算

定位为 43万亿日元，是之前的 1.6倍，2028年度以后总额将进一步增加。需要国民来负担如此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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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防卫费，如果没有国民和国会议员对安全保障的适当理解，长期的政策基础也无法得到保障。石

破突然向国内外展示的不妥当的亚洲版北约构想，给日本的长期政策基础画上了一个大问号可以说凸显

出一个根本性问题。 

 

石破亚洲版北约的三个来源 

 

在此，我想对石破为什么要推出亚洲版北约进行考察。第一，石破是一位强烈意识到国家独立和同

盟对等性的政治家。石破认为日美安保条约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对称双边条约”（石破茂著《保守政治

家：我的政策，我的天命》），认为美国承担防卫日本的义务，日本负承担提供基地的义务，这种关系在

世界上来看也属例外，他也认为日本“一直都在推迟”追求独立、国家主权、自卫权等国家的根本利益。

可以看出认为日美同盟“不对称不平衡”，是石破对日美同盟的看法。 

石破在许多著作中引述，1955年重光葵（1887-1957年）外相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提出了以“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保护到关岛”为代价迫使美军撤出日本的事例。重光的安保条约修改

构想中，取代单方面的安全保障条约，包含了“建立在相双边基础上的新防卫条约”提案，针对西太平

洋地区的武力攻击，各缔约国进行相互防卫。对于石破来说，只有行使集体自卫权才能确立相互防卫的

对等性，甚至可以削减美军基地（石破茂著《为日本人的“集体自卫权”入门》）。在同一条线的思路上，

有着重光构思的西太平洋多边相互防卫体制（也就等于今天所说的亚洲版北约）吧。 

石破亚洲版北约的第二个来源是石破对集体自卫权（与本国关系密切的他国被攻击时，没有遭到直

接攻击的国家也可以共同实施反击的权利）和集体安全保障（整个参加国互相禁止动武，对违反的国家，

其他所有国家可以采取一致的集体措施的框架）“法律原则”的独特认识和理解。笔者对哈德逊的论文

中所写的“由于亚洲不存在像北约那样的集体自卫体制，因此没有相互防卫的义务，处于容易爆发战争

的状态”一文的意图久思而不得其解。但是，这是石破坚持亚洲版北约的想法的关键，如果不理解这句

话，难免同样的讨论还会反复出现。 

根据石破所说，“基于《权利的法理》的集体自卫权和基于《义务的法理》的集体安全保障是似是而

非的概念”（《保守政治家》）。石破就如何区分北约通过相互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集体防卫体制和联合国的

集体安全保障尚不明确。但是石破的意图是，集体自卫权只是确认“固有的权利”，重要的是将其义务

化。对于石破来说，比起亚洲各国与美国缔结个别的双边安全保障条约，亚洲各国形成相互确认对等的

相互防卫义务的关系才是成熟的安全保障体制。当让，这种想法本身绝对不应该被否定。 

第三个来源是，为保持“区域力量平衡”，需要亚洲版北约的说法。既要与美国缔结双边同盟，又要

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五国联防协议》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澳

新美安全条约（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等框架合作，扩大多边网络，不久“可以培养巨大的集体安全保

障体制”。 

另一方面，石破的亚洲版北约构想中既有“为了西方同盟国牵制中国，亚洲版北约的创立势在必行

少”（哈德逊论文），展现出明显对抗中国的意图，相反，亚洲版北约也具有需要“对中国说‘为了维持

和平框架，请中国一定参加’的性质”（石破茂著《异议正论》）。石破构想的亚洲版北约到底要对抗中

国，还是包容中国，包含着 180度不同的想法在内。 

要理解这种突发奇想般的石破的想法着实困难。但是，如果相当勉强地揣测石破意图的话，或许可

以理解其理论具有以下几个阶段。即（1）将亚洲双边同盟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2）逐渐加深正式合作

关系并朝着多边化发展，（3）当前作为对抗中国的框架，（4）如果不久的将来没有特定的威胁需要对抗，

可以在亚洲将该框架发展成和 OSCE (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一样的具有协调性安全保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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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洲安全保障环境实情的乖离 

 

以上所述的石破亚洲版北约的来源，可以认为其是作为政治家个人的外交构想的定见，但遗憾的是

其与亚洲的安全保障的实情相差甚远。亚洲不具有接受地域规模的集体防卫体制的基础，也不能像拼图

一样组合国家间的相互防卫关系。而且，使用亚洲版北约这个词本身也会阻碍目前正在发展的日本和同

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这种情形若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的亚洲的安全保障环境的发展就

显而易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安全保障的基础是美国与盟国的双边同盟和伙伴关系，一直被形容为以美国

为核心的“轴轮辐条关系”。就区域安全保障基本问题，如果问“为什么亚洲没有像欧洲的北约那样的

框架”，答案大致如下。 

欧洲和亚洲的战略环境根本不同，毗连的欧洲的陆地战区和广袤的亚洲海洋战区的差别很大。这是

因为陆上战斗会转嫁到整个欧洲，作为共同体的欧洲和问题多样且各自的连接性不明确的亚洲，在集体

防卫上需求上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日美、美韩、美澳（外加新西兰）、美菲、美泰存在各自不同的

双边相互防卫条约的原因（泰国采取了 1954 年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马尼拉条约”的效力延长形态）。 

很久以前就有试图将亚洲的“轴轮辐条关系”连接起来的尝试，但都以受挫而终。1954 年成立的

SEATO（东南亚条约组织）采取了包括英美法澳在内的 8 国同盟的形式，但由于印度支那问题和越南战

争中的不协调，于 1977 年解散。曾是美澳新西兰 3 国共同防卫框架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太平洋安全保

障条约）也因 1986年新西兰而的退出而形同虚设。随着 1967年东盟成立和中立化构想的推进，东南亚

在越南战争后很难提出扩大美国主导的同盟关系。 

冷战后的欧洲通过北约向东方扩张，带来成员国的增加、机构改革等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与此相

反，亚洲并没有发生同盟关系的扩大和制度结构上的变化。但是，作为冷战的残渣，台湾半岛、朝鲜半

岛、南中国海依然是安保的焦点，在这里历史没有终结，而主旋律依然在持续。但作为国际政治宏观结

构的冷战结束对亚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为补充美国同盟关系（轴轮辐条关系）

的多边安全对话框架和与针对焦点问题领城展开了积极的安全保障合作。 

笔者参与编著的《亚太安全保障架构：地区安全保障的三层结构》（日本评论社，2011年）剖析了

这种新安全保障结构。该书将亚洲的安全保障分为同盟关系及其网络（第一层）、焦点问题领域的安全

保障合作（第二层）、全域制度化（第三层），彼此根据威胁的强度和政策目的形成互补关系。例如，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日美韩在对北朝鲜政策上进行了协调，2000年代以反恐对策为中心，日澳、日美

澳的安全保障关系取得了进展，2004 年苏门答腊海域地震的灾害救援合作成为日美澳印 4 国合作的起

点。从 2000 年代开始日澳一步一步地推进援助菲律宾构筑沿岸警备队。冷战后亚洲发展了与北约不同

的安全合作模式。 

 

给亚洲版北约的讨论画上休止符 

 

当今亚洲区域内的美国与其同盟国间的合作，被定位在第一层安全保障合作的延长线上。当然，在

2023年 8月举行的日美韩戴维营首脑会谈、2024年 4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等，在首脑层面明确了安

全保障合作这一点上，可谓将亚洲安保着实推进了新阶段。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 2011

年出版上述书籍时无法想象的框架，日本表示将加入以防卫技术合作为主要目标的 AUKUS 的“第二支

柱”，这也是安全保障伙伴关系的新基础。 

但是，将这样的安全保障合作称为“亚洲版北约”不正确。北约的本质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

集体防卫，将对缔约国的武力攻击视为对全缔约国的攻击，并对此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在轴轮辐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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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承担防卫义务，但在盟国之间（辐条关系），这种防卫义务并没有被定在目标之内。即使考虑日韩澳

菲（印）的关系，例如，日本自卫队参与围绕喀什米尔问题发生的印巴军事冲突（也可以是中印国境纷

争），或者印度海军援助参与日本尖阁诸岛的防卫都不妥当。即使不是这样极端的例子，在朝鲜半岛、

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以同盟、伙伴国的关系也难以采取联合行动。美国政策负责人否认近年来的

安全合作“不是以亚洲版北约为目标的政策”的基础就在这里。 

另外，如若想以争取实现亚洲版北约为目标，推进辐条国之间的合作，也就阻碍了辐条国围绕安全

保障政策的自律性、选择的自由、摸索风险对冲（回避风险）的空间。现在深化的合作，在承认日韩澳

菲（印）的安全保障战略和彼此优先顺序的不同，同时强化军事领域的合作和军队之间的相互运营能力，

这些合作逐渐积累可以循序渐进的实现共享连接。而且，合作的大前提是共享对抗来自中国威胁的总论，

但现实是关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终点和主权侵害的红线等各论，各国之间却少有分享。 

因此，目前推动的格子状同盟合作的目的地不是以实现亚洲版北约为前提。而诸如“像北约那样的”、

“小北约”等容易混淆视听的表达也缺乏准确性，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正如悉尼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

迈克尔·格林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中所说，“不应该说绝对没有亚洲北约”（Never Say Never to an 

Asian NATO），如果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对所有盟国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对立关系（如对台湾的全面

进攻），作为具有警告意义的战略性沟通工具，也可能产生形成北约式的军事合作，勉强找到其合理的

存在意义。除此之外，应该给亚洲版北约的讨论画上休止符。 

 

 

 

[译自《中央公论》2024年 12月刊《亚洲版北约不会成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安保通”政治家缺乏常

识性理解》，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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